浅议聂耳音乐作品对劳动群众的形象刻画

（玉溪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余俊 王雁）

【摘要】:本短文拟从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关于对劳动群众的形象刻画， 揭示了聂耳的歌曲创作具有十分丰富、 生动鲜明的形象性，并通过这种音乐创作手法显露了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超群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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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1912～1935）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著名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守信，号子义（～作紫艺），1912年2月15日生于云南昆明市。聂耳自幼喜爱民间音乐并学会演奏二胡、三弦及月琴、笛子等多种民族乐器。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阅读进步文艺理论，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教育。并于1933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聂耳短促的一生，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为我们创造了宝贵音乐财富，他不仅以音乐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而且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融入了巨大的激情，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创作出了一批富于创造性、生动、饱满、能鼓动人的作品来。

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形式都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表现的而缺乏生动形象的艺术品总是十分苍白无力的。如在音乐创作中的那些比较短小、集中、富于概括性的歌曲创作形式中，通过塑造丰富多彩的形象来反映人们的生活现实和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常见的音乐表达方式。显然，如果不注意塑造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仅仅是一些好听的旋律并不能自然地成为一首优秀的歌曲，只有当这些优美的旋律与歌词所要求的形象和感情相统一时，人们才会认为这是一首优秀的歌曲。聂耳的歌曲之所以会给人们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先决条件就是因为聂耳的歌曲创作具有十分丰富、又非常生动鲜明的形象性，并通过这种音乐创作手法显露了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超群艺术才能。

在聂耳的《打砖歌》、《打桩歌》中，他就是通过直接捕捉工人在劳动生活中具有独特意义的音调（即号子的旋律和节奏）和“一领众合”或相互交替模仿的演唱形式，生动地塑造了这些工人的沉重、枯燥的劳动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坚毅、沉着的精神气质，这种构思的方法后来为许多作曲家所采用，并广泛运用于歌曲创作中，如冼星海的《拉犁歌》、《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等等。

不仅如此，聂耳在1933年～1935年创作的《大路歌》和《码头工人》中，聂耳还将号子式的音调和节奏凝聚成作品展开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对这些主题式动机的展开，把听众引入特定的劳动生活意境，从中又尽情去抒发这些劳动群众的沉着、坚毅、豪迈的基本性格以及他们的内心感情。如《大路歌》开始4小节的引子和最后8小节的尾声是建立在同一动机基础上的号子式音乐，然而，歌曲的第一段（第5～16小节）的音乐，在音调上可以看出引子那种号子式的动机己被压缩成半小节的演唱“衬词”的句尾，而作为形象展开的主要部分则放在刻画这些为人类自由解放而齐步向前的劳动群众的宽阔的内心世界了。歌曲的第二段的音乐是第一段主题的变奏性展开，但这里聂耳连那半小节的号子式的“衬词”也干脆给去掉了。显然，作者在这里对刻画形象上进一步着力于这些劳动群众的内心感情的抒发。当然，在尾声中聂耳又再现了引子的主题，回到劳动生活的意境中作结束，使歌曲的音乐达到首尾呼应。

《码头工人》的音乐也是既有反映工人劳动生活的特定主题，又有着重抒发工人内心感受的特定主题，全曲音乐形象的塑造正是在两个不同主题的交替和各自展开的基础上完成的。聂耳以回旋性的结构原则，将全曲有起有伏，层次分明地展开，感情的力量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

在创于1934年的《开路先锋》中聂耳几乎完全摆脱了与某种具体劳动生活的联系，而把艺术形象的塑造全部集中于对劳动群众内心感情和精神气质的展示，在这首歌曲中虽然自始至终贯穿了有力的节奏和规则的律动，并且还运用了“一领众合”的演唱形式，从中可以体现出他与群众劳动生活的内在联系。但是，歌曲的旋律却同任何具体的劳动号子没有直接的联系，显然作者所着意创造的并非指某种具体的劳动生活意境，而是对我国整个劳动群众形象的高度概括而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作品中，聂耳不但深刻、形象地揭示了处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双重压迫下，我国劳动群众仍被迫承受沉重劳动和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活现实情况，并且更加突出了他们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强烈愤怒和仇恨，以及他们迫切要求反抗的坚定意志和他们己经具备了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在力量。虽然聂耳并非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在这一题材领域进行创作的首创者（注：在他之前赵元任就创作过《劳动歌》、《卖布谣》、《织布》等反映劳动群众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但是聂耳的确是第一位真正力求与我国劳动群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准确而深刻地塑造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我国劳动群众形象的突出代表。到目前为止，在我国作曲家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超过聂耳的艺术水平，而且直到今天，他的这些作品仍然不失其深刻感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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